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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以其长潜伏期、高传染率、长治疗周期和轻症自愈等特征，冲击了现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

系。全球医疗资源的绝对不足与抗疫隔离和经济停摆之间的张力，使国际援助让位于各国自助，国际合

作让位于相互指责，甚至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其实，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不能通

过逆全球化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如何变革现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继续提升它的治理能力才是破

解之道。首先，需要提升信任在治理中的地位，反思新自由主义，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其次，需要将

信任在治理制度层面具体落地，通过统一标准，建立监督和评估体系，增进信任。只有各国相互信任，

才能认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并担负起守望相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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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VID-19 has hit existing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s with its long incubation period, 
high infection rate, long treatment cycle and self-healing of mild cases. The absolute shortage of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0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07
http://www.hanspub.org


王可欣 
 

 

DOI: 10.12677/ass.2021.101007 33 社会科学前沿 
 

global medical resource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isolation and economic shutdown have made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give way to national self-hel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ive way to mu-
tual recrimination and even anti-globalization voices are constantly heard. In fact, the public 
health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cannot be solved by means of anti-globalization. 
How to reform the existing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its 
governance capacity is the solution. First, we need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trust in governance, re-
flect on neoliberalism, and build trust among countries, especially political trust. Second, trust 
needs to be concretely implemented at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a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unified standards to enhance trust. Only when 
countries trust each other can they recognize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mutual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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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影响开始超越国界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建

立和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凸显。当前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发

展历史，形成了以世界卫生组织为平台、以《国际卫生条例》为准则的多种国际行为体广泛参与的机制。

然而，在新冠肺炎这种新型疫情的冲击下，已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暴露出诸多不足，似乎无法再

为全球化保驾护航，甚至迫使全球化按下暂停键。诚然，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不能通过

逆全球化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如何根据新型疫情的新特点改革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继续提升它

的治理能力才是破解之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

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1]。 

2.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现实图景 

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根本动力。最初的全球化即是欧洲化，1851
年以欧洲国家为中心在巴黎召开第一届国际卫生会议，尝试防治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随后，美国逐渐

加入了全球化的主导行列，1881 年第五届国际卫生会议在华盛顿召开，1892 年通过了《国际卫生公约》，

这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雏形。为了执行《国际卫生公约》，1907 年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在巴黎成

立。一战后，中断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被重拾并升级，一方面 1921 年国际联盟在日内瓦设立国际联

盟卫生组织，另一方面 1926 年第十三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巴黎召开，设立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造成了二

元并立的局面。 
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1951

年通过《国际公共卫生条例》，开启了战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时代。21 世纪，全球化向纵深发展，非

典的爆发使国际卫生组织开始关注呼吸道传染病，2005 年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力图“在避免对国际

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情况下，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2]。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

经将治理理念从“联合国新千年目标”转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上来，从医疗和发展两个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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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全球公共卫生状况；在治理实践上，不仅形成一个涵盖预防、预警、应对和恢复各环节的系统，而

且形成一个鼓励多元行为体参与的国内外联动模式。 

2.1. 医疗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 

世界卫生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为全人类谋取尽可能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作为终极目标，随后提出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口号，并认识到全球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与此密切相关。至今为止，围绕这一

目标，世界卫生组织走过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4~2000 年，目标是让全世界所有人享有最低

水平的健康医疗服务，工作重心放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建设上，致力保护和促进生活条件最差的

人群的卫生和福利问题，包括创建非洲卫生保健技术同盟、发起公共卫生培训、出版《非洲经济共同体：

卫生组织行动框架》等等。第二阶段是 2001~2015 年，目标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卫生保健

要求，致力消除与贫困相关或危害贫困人群的主要疾病，工作重点是妇幼保健、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

疟疾，困难最大的国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医护人员绝对的短缺和初级医疗保

健与重点疾病规划之间的矛盾。第三阶段是 2016 年至今，目标是在卫生保健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仅继续监测贫穷对健康的危害，而且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影响，生

化武器的研究也被纳入其中。纵观这三个阶段，世界卫生组织始终奉行医疗和发展两种手段对解决全球

公共卫生问题同等重要的理念，认为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平衡和不可持续。 
第一，全球公共卫生水平显著提高，两级分化却日益明显。经过二战后七十多年的努力，全球的预

期寿命、产妇死亡的终身风险、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和传染病风险都显著改善。但是，高收入国

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健康差距却越来越大。根据《2019 年全球卫生统计：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而监测健

康》，高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是 80.8 岁，低收入国家是 62.7 岁，相差 20.1 岁；产妇死亡的终身风险，

高收入国家是 0.03%，低收入国家是 2.44%，相差 81 倍；产妇死亡率，高收入国家是 0.017%，低收入国

家是 0.495%，相差 29 倍；新生儿死亡率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高 13 倍，传染病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

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在低收入国家，呼吸道感染使预期寿命减少 2.09 岁，腹泻病减少 1.97 岁，艾滋病减

少 1.45 岁，结核病减少 1.35 岁，疟疾减少 0.96 岁[3]。另外，一方面，1981 年全球首例艾滋病发现以来，

随着药物研发和治疗方案的改进已经变为一种可以控制的慢性病，但是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国家，艾滋病的高发病率还没有得到控制；另一方面，高血压、糖尿病、乳腺癌、结肠癌等与快餐、酗

酒、熬夜等高收入国家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也开始在低收入国家蔓延；这些都使低收入国家遭遇双重挑

战。如果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无法改变，公共卫生水平的两级分化程度也难以逆转。 
第二，全球医疗资源总量丰富，欠发达地区却绝对匮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测算，建立起低水平

的全民医疗覆盖体系仅需人均 60 多美元的投入，远低于美国每年的 18 万亿美元的医疗费用，但是全球

至少有一半人口没有得到基本保健服务，美国和挪威每年人均医疗费用超过 7000 美元，经济合作和发展

组织(OECD)国家的人均水平也在 3600 美元，相反还有 31 个国家人均不到 35 美元，甚至 4 个国家在 10
美元以下[4]。2015 年，高收入国家的普遍医疗覆盖指数是 80 分，低收入国家只有 40 分，低收入国家缺

乏具有接生技术的保健人员，缺乏儿童疾病预防疫苗，缺乏常备药品，缺乏基础的医疗设施[5]。虽然低

收入国家可以通过获得国际援助以满足医疗所需，但是即便获得国际援助最多的国家，援助所占的比例

也是低于 25%的，而且部分援助只是承诺并未到位，部分援助是以技术支出的方式体现，2008 年经济危

机后一些援助国家已经降低援助规模，受援国只能依靠国内卫生资源投入的增加[6]。然而，一般来讲，

国家越贫穷，医疗卫生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越低，制定预算时医疗卫生的重要性越往后排，私

人医疗保险参与的意愿也越低，这进一步恶化了欠发达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状况。如果没有建立起有效

的国际医疗卫生援助体系，欠发达地区的医疗资源匮乏状况也就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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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传统疾病危险逐渐下降，新型疾病却层出不穷。国际卫生组织成立之初只关注传染病和非传

染病，在传染病方面，霍乱、鼠疫、回归热、天花、斑疹伤寒和黄热病一直是监测的主要对象；在非传

染病方面，癌症、慢性病、职业病和遗传病的预防和治疗干预一直是评估的重点对象。70 年代以后，这

种传统的疾病认知版图被不断修正。除了将精神疾病列入关注范围以外，由人类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变

化引发的新型疾病开始引起广泛重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推进与相关配套卫生设施的不健全带来城市

疾病的蔓延，在中低收入国家只有一半的人口能使用清洁燃料，城市细颗粒物的平均浓度是高收入国家

的 3 倍，使用安全引用水的比例只有 23%，享受不到安全卫生管理服务[7]。平均每年都会新增 1 种以上

的新型传染病，滥用抗生素和化学药剂、环境污染、核泄漏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新型非传染病的危害程度

也在增加，禽流感、埃博拉、马尔堡热、西尼罗热、裂谷热、非典、耐药性疾病、辐射病、疯牛病都在

成为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新因素。一些已经被消灭的疾病，比如疟疾、天花和肺结核又在一些地区重现，

还有被用作生化武器的危险。2001 年的炭疽邮件事件、2003 年的非典疾病、2006 年的科特迪瓦化学废

物事件、2008 年的禽流感、2013 年的中东呼吸症等都使全球公共卫生变得更加脆弱。目前，全球抗击新

型疾病的能力严重不足，更不必说低收入国家。 

2.2. 系统与多元并行的治理实践 

针对全球公共卫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世界卫生组织秉承医疗和发展并重的理念，既通过对

医疗资源的加大投入和国际援助达到医疗保障全球普遍覆盖的目的，又通过推进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达到

低收入国家的医疗自立和对新兴疾病源头的控制。为此，世界卫生组织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多元的治理

机制，系统是指它涉及到国内和国际、预防治疗和恢复等横纵向多个方面，多元是指它将政府、企业、

民间团体、媒体和个人等各种行为体都纳入其中。 
第一，建立国内外联动的全球医疗保障覆盖提升机制。针对生命健康权的全球保护的不公正，1998

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阿拉木图宣言》，要求从初级卫生保健入手改变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严重卫生

不平等现象，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建立可持续的全覆盖的医疗保障系统而努力。首先，提高全

球对医疗健康预算优先性的认识，使各国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增加社会捐助和个人参与商

业医疗保险的积极性。世界卫生组织始终将政府投入看作是医疗卫生资金的主体来源，鼓励各国将医疗

保障全面覆盖问题与消除贫困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考虑，根据年龄结构和疾病类型制定预算，

将医疗卫生投入增加至 15%以上。除了财政投入以外，世界卫生组织还鼓励各国寻求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通过捐赠免税、增加烟酒等危害健康的产品的消费税、推行医疗保险制度等措施，培育富人帮助穷人、

健康人帮助不健康人的互助医疗价值观，充足医疗卫生资金。其次，提高全球医疗卫生系统的效率，克

服医疗卫生的常见缺陷。阻碍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加大医疗卫生投资意愿的主要原因是现行医疗卫生

体系的低效率。医疗系统的低效率使政府加大投入却看不到改善，民众参加保险却享受不到期待的服务，

富人的过度医疗和普通人的因病返贫，都会降低进一步筹资的意愿。对此，世界卫生组织不仅探索中低

收入国家的医疗筹款模式，而且探索高收入国家的医疗创新模式。最后，促进高收入国家不断提高向低

收入国家提供卫生援助的意愿。世界卫生组织认识到高收入国家在本国投入和国际援助之间的选择困境，

单纯的慈善并不能保证国际援助资金的增长。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不再将国际医疗援助视为简单的慈善，

而是将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责任共同体，使得更多的、可预测的国际援助资金流向需要人群[8]。 
第二，建立全球合作的公共卫生安全的监控和反应机制。面对各种新型疾病，特别是新型传染病，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有效应对，需要国际范围内政府、企业、学者、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的多元

参与。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行动策略：一是加强全球合作，强调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

和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二是加强国家的能力，包括加强国家的疾病监测、预防、控制和反应系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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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旅行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公共卫生安全；三是防止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并对其作出反应，包括

加强全球预警和反应系统，加强特殊危害和疾病的全球控制；四是加强法律和监督，包括明确各自的权

利、义务和程序，开展研究和监控实施过程[9]。1996 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建立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

络(GOARN)，2000 年正式成立，迄今为止已有 250 多个技术合作伙伴加入，是一个基于软染病的快速识

别、诊断和应对技术，对全球疾病爆发作出预警和及时反应的技术合作网络，先后共进行了 135 次行动，

部署了 2900 多名专家协助 90 多个国家应对各种健康威胁[10]。它将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分为九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未发现可能感染人的动物病毒，第二阶段是发现可能感染人的动物病毒，第三阶段是已经发现

人被感染但没有人传人，第四阶段是出现人传人，第五阶段是疾病已经传播到两个国家以上，第六阶段

是两个国家以上出现社区传播，第七阶段是疫情出现拐点，第八阶段是发生二次流行，第九阶段是大流

行之后。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组建了流感网(FlUNET)、全球抗菌素的耐药性检测网(WHONET)和应对

化学品事件网络(CHEMINET)等全球伙伴合作网络，将流感病毒流行株的基因信息和流感疫情趋势、各

种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和环境健康突发事件等信息进行相互交换，是“为尽可能减少对一个国家的不

同人群、不同团体、不同区域以及跨国性的群体健康的紧急公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采取的预见性和反

应性行动”[11]。 

3.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疫情冲击 

当前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之所以既能阻止疾病传播又不妨碍全球化进程，是因为它所管控的疾

病和疾病问题并不与全球化冲突，相反还需要通过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和均衡的全球化来加以解决。

然而，新冠疫情却是一种暂时与全球化相冲突的疾病，各国不得不采取限制出入境的办法来抗疫，按下

了全球化的暂停键。现有的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传染病和

贫穷之间的固有联系被切断，高收入国家的医疗优势被削弱，另一方面传染病和国家交往之间的联系被

强化，合作抗疫让位于孤立抗疫。 

3.1. 治理理念的冲击 

世界卫生组织虽然也注意到新型疾病的出现和危害，但还是乐观地认为全球医疗卫生水平已经大幅

提高且资源丰富，短板在低收入国家，通过医疗援助和均衡发展可以解决问题。然而，新冠肺炎的长潜

伏期、高传染率、长治疗周期和轻症自愈等特征，切断了低收入国家与传染病之间的固有联系，发达国

家也无法避免成为重灾区。 
首先，新冠肺炎的长潜伏期使传统的边境检疫手段形同虚设。传统的传染病具有高度的辨识度，传

染期与发病期同步，发病期跨境移动困难，边境检疫通过申报、询问、测量体温等方法即可切断大部分

传染病的全球蔓延。然而，新冠肺炎长达两周的潜伏期使现有的边境检疫方式形同虚设，而核酸检验方

式的成本、容量和时长又无法满足出入境密集人流的需要。这迫使各国不得不采取限量的措施，提高出

入境门槛来阻止境外输入病例。我国采取分流入境点、减少航班、限制外国人入境、全员检测和集中隔

离十四天的措施来应对全球疫情的升级。韩国一方面暂停部分签证和免签的效力，另一方面分类管理入

境者，将入境者分为有症状者和无症状者两类，无症状者又按照国籍和出发地分为若干小类，分别采取

机场检测、隔离检测、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等不同管理方式。美国在出入境方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

措施，禁止外国人从中国、伊朗和欧洲 26 个国家入境，允许美国人入境但要接受 14 天的健康监测和检

疫，支持并动员受新冠影响的海外美国人迅速回国。 
其次，新冠肺炎的高传染率使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成为震中。传统的传染病都集中在卫生条件不高

的低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即便有输入病例也很少蔓延，即便是非典和中东呼吸症这些新型的呼吸道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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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也未在发达国家形成社区传播。然而，新冠肺炎在无防护的状态下近距离接触 15 秒即有可能被传染的

特征，使发达国家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成为疫情传播最快的地区，停工停学和居家隔离成为不得已的方

法。武汉市封城 76 天才控制住疫情。德国为了避免聚集传播，取消千人以上的活动，推迟大学的开学时

间，暂时关闭幼儿园和学校，避免节日聚会。美国发布总统新冠指南，强调用 30 天来减缓传播速度，要

求病人、病人家属、老人和有病史的人待在家里不外出，另外，除了从事医疗保健和药品食品供应的人，

其他人尽量在家工作或上学，避免 10 人以上的聚会，避免堂食，不要访问疗养院和养老院，不要旅行。 
再次，新冠肺炎的长治疗周期使现有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目前防治新冠肺炎所需的检测试剂、防护

设备和抗病毒药物的储备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充分的，更不要说低收入国家。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全国人力物力支持湖北抗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成立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工作应急管理部通过视频调度会的方式，确保防疫用品安全生产和消防救援应急出

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调运抗疫物资，各地医疗系统派出医疗援助队驰援湖北。德国总理默克

尔多次发表电视讲话，强调对付新冠病毒最有效的补救措施是放慢其传播速度并延长其传播时间，呼吁

德国人民团结一致，以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避免卫生系统超载，保护老年人和具有基础疾病的人。具

体还出台相关措施，例如，医疗系统集中应对新冠，其他疾病的治疗尽可能推迟，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措

施，补偿医院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奖励医院增加新冠床位，通过多种方式招募更多的医护人员和医疗物

资。美国政府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白宫工作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启动应急行动中心，联邦应急管

理局、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以及地方机构合作启动“全美响应”，“联邦–州–地方”分区施政，以抗击

新冠流行。 
最后，新冠肺炎的轻症自愈现象催生放任自流和群体免疫的观点。传统的传染病如不进行医学干预

致死率极高，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却 80%是轻症且大部分轻症可以自愈，这样就使一些国家开始在阻止疫

情和恢复经济之间左右摇摆。如果采取严格的社会隔离制度，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当个人和企

业无法承担经济损失时隔离就变得不可持续。对此，各国都出台了经济援助措施。德国为了减轻企业和

个人的经济负担，陆续颁布救助中小企业的“KFW 快速信贷 2020”的信贷政策、“简化临时工作程序”

的就业政策、“延长津贴时间”的儿童福利政策、“临时保护免责”的租金政策和“援助文化产业和创

意媒体”的文化产业政策。美国政府颁布抗疫经济救助法案，不仅向年收入低于 7.5 万美元的成人和所

有未成年人分别提供每人 1200美元和 500美元的救济金，而且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补贴和贷款。然而，

如果长期不能复工复学，国家财政也无法持续救助。因此，一些国家出现放任自流和群体免疫的观点。 

3.2. 治理实践的冲击 

加强团结和合作是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行动指南，新冠疫情却让团结和合作

只囿于国内。疫情之初，各国纷纷限制医疗防护用品出口，极端民族主义在政治和舆论场域强势抬头。 
首先，各国限制医疗防护用品出口，国际医疗援助式微。国际卫生组织认为高收入国家医疗资源相

对丰富甚至存在滥用和浪费的现象，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应该扮演捐赠和援助的角色。然而，新冠肺

炎的大量物资需求使发达国家也不堪重负，没有精力参与国际援助，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从一个互助

模式变为自助模式。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提高医疗用品的生产量并放松出口限制，但是各国却对

生产能力和出口限制同时提高。不仅越南、印度、俄罗斯等中低收入国家对口罩实行出口限制，而且韩

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高收入国家也加入出口限制行列。美国是呼吸机和 N95 口罩的生产大国，一

方面启动《国防生产法》要求有能力的大企业生产卫生防护用品，另一方面却由国家统一控制产品的销

售渠道，限制医疗和防护用品出口。不仅本国生产的医疗防护用品被限制出口，第三国产品的运输也受

到限制。德国拦截意大利和瑞士等国从第三国进口的防护用品，美国拦截德国从 3M 中国工厂购买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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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用品。与此相对，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截止 2020 年 4 月 10 日已经向全球 127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累计向 11 个国家派出 13 批医疗专家组，同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举行 70 多场专家视频会，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也积极向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医疗物资，

与 58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4 个国际组织签署医疗物资商业采购合同，公布监管部门认证的医疗物资生产企

业名录，为合规物资的清关提供了便利[12]。但是，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却指责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别

有用心，是“寻求抗疫领导权”“操纵他国民意”“搞慷慨政治”，破坏全球合作抗疫。一时之间，国

际社会重回现实主义的霍布斯状态。 
其次，极端民族主义在政治和舆论场域强势抬头，国际信任岌岌可危。人类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实

践经历了一个从神学到科学的过程。最初，人类认为瘟疫的来源是未知的神秘力量，以宗教式的方法来

应对；后来，认为是空气和水中的毒素，试图通过改善公共卫生条件来解决；现在，认为是细菌或病毒，

主要采取新药研发和疫苗实验的方式来加以阻止。本来新冠疫情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种新型冠状病

毒，但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偏见和傲慢，政治因素开始干预全球抗疫。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用“武汉

病毒”来称谓新冠病毒，将抗疫不利的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媒体对中国疫情相关数据各种质疑，认为中

国存在大量的病例瞒报，没有给全球传递出疫情的严重性。疫情中，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大量传递疫

情信息虽会加重大众的焦虑心情，但也可提高大众的全力应对心理，因此，如何平衡有效地传递信息至

关重要。面对疫情防治和国家利益相互冲突的复杂目标时，媒体如何去衡量和传播是对其责任心的挑战。

然而，许多媒体在新冠疫情中用意识形态压倒病毒科学，要不要戴口罩都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还有媒

体要求中国赔偿疫情损失，华裔甚至亚裔在海外遭遇言论甚至种族歧视。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体系并不是凭一己之力，现有的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流感网、全球抗菌素的耐药性检测

网、应对化学品事件网络等合作机制都离不开各国的参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必然损伤国际信任，离

开国际信任，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也就无从谈起。 

4.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方向 

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加速了新型疾病的增长速度和传播速度，人类在高唱征服自然的凯歌中收获环境

恶化和滥用药物的恶果，发达的商贸网络和交通网络使一种疾病仅仅需要几小时就传遍全球，实时的电

子信息传播又在不断制造真实疫情和媒体疫情之间的张力。新冠肺炎疫情在宣告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体系的脆弱性后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在健康牌倒下之后，经贸牌、互助牌、信任牌相继倒下。如何在各

个层面建立信任，以信任推动互助，以互助推动责任，似乎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未来变革方向。 

4.1. 强化信任在治理理念中的重要性 

虽然原有的治理理念也有信任的因素，但与疾病治疗和均衡可持续发展相比，仍属于边缘概念。新

冠肺炎病毒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的抗疫观念。即便断航，病毒也会传播到世界各地，只不过会晚几周而已；

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单独应对的能力，发达国家也能力不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全球

抗疫时间周期漫长，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以上，仅靠单个国家的应急体系无法支撑；已经抗疫胜利的国家

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二次流行，在病毒自行消亡或特效药和疫苗研制成功之前，全球抗疫看短板。对此，

全球信任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首先，全球需要信任。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信息监测网络可以发现新病毒的流行株和基因信息，可以

掌握病例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可以搜集各种治疗方案和预防策略，可以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可以

追踪和证实各类疫病谣言，但是不能破除各国对他国收集来的信息的不信任。同样，世界卫生组织通过

沟通和协调机制，可以呼吁非疫区提高医疗物资生产能力，可以协调各国放松相关物资的出口限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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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织国际募捐和医疗队跨国援助，但是不能阻止各国对他国援助目的的曲解。因此，只有建立互信，

才能共同规避谣言、责任共担、协同抗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

会上的讲话所言，“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

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13]。 
其次，全球需要反思。信任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之上，现有的新自由主义公共卫生治理模式是全球信任

的障碍。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以公共卫生危机为借口扩大权力范围，认为社会和企业的力量能够更有效地

应对危机。他们认为，政府权力的扩大只会产生臃肿的官僚体制反而降低应对效率，只有遵循市场规律和

民间力量才能迅速应对危机并完善预防体系。这种观点来自从经济效率来理解治理的思想，认为治理是多

种行为体自由竞争的结果，政府职能越少市场的活力就越大，效率也就越高，在公共卫生领域亦是如此。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此进行抨击：“在许多被认为是‘文明’世界的地方，国家和地方政府虽然在

此类公共卫生和安全紧急情况下充当前线，但是由于旨在为企业和富人减税和补贴提供资金的紧缩政策而

一直缺乏资金。大型制药公司对传染病的非报酬性研究兴趣不大或根本不感兴趣，很少投资预防，很少投

资防范公共卫生危机。他们喜欢设计治疗方法。我们病得越重，他们挣的就越多”[14]。 

4.2. 细化信任在治理实践中的可行性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个国内外联动多元参与的综合系统工程，各国都在立法的基础上，从教育、

行政、社会动员等多个方面立体应对，涵盖范围包括预防、干预、应对和恢复多个阶段，世界卫生组织

制定了《国际卫生条例》，号召各国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并通过通力合作来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效

果。信任只有体现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各个层面的制度设计中，才能落地。 
首先，通过统一标准，建立监督和评估体系，增进信任。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公共卫生相关法

律，建立了应急指挥中心，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支撑点。2003 年非典之后，我国出台先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救灾防病

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国家救灾防病与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管理规

范》《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

评估标准》《全国医疗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试行)》和《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试
行)》，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为四个等级，明确了疫情信息公开应包括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等内容，规定了国家统筹、分类管理、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9·11 之后的炭疽事件是美国强化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契机，在《斯塔福德灾难与紧急援助法》的基础上，先后制定或修订《公共

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防范和应对法案》《生物恐怖防疫计划法案》《大流行与全风险防范法案》《大

流行与全风险防范再授权法案》《21 世纪治愈法案》《大流行与全风险防范与推进创新法案》。根据法

律规定，突发灾难情况下国土安全部下设的联邦应急管理局担负救灾管理总责，当灾难属于公共卫生领

域时，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承担救灾总责，其他相关部门从旁提供协助。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是传染病危机发生时的核心应对机构，根据传染病的危害程度，将其分为“0~6”共七个风

险等级，分别触发不同级别的应对措施，措施涵盖预防、应对和恢复各个阶段。针对各国的不同的防疫

机制，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引导各国在《国际卫生条例》和全球疫情防控机构规则的基础上进行沟通，达

成共识，调整或解释法律条款，确保在技术和规范上可以相互对接。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向各国提

供专门的法律和技术培训。另外，监督和评估体系的建立对于国际信任的增进至关重要。通过监督和评

估，各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可以同频共振，使病例迅速和公开地在全球传播；各国的边境检疫机构可以相

互承认，机场和港口的重复筛检将被避免；各国的医学专家可以远程互助，形成科学防疫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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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努力消除各国公共卫生治理模式中的不平等现象，增进各类人群之间的信任。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

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

再产生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

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15]。在此基础上，列宁在党的纲领中提到“人民保健”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供了条件，可以

实行一系列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不能实现的保健和医疗措施，如：使制药业、大的私营医疗机构、疗

养地国有化，实行医务人员的劳动义务制，等等”，具体的措施应该坚持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保证

人人都享受免费的、合格的医疗和药物”[16]。同样，毛泽东提出七年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

脑炎、牛瘟、猪瘟等传染病的，也是因为它们是“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17]。对抗“非典”时，

胡锦涛也指出“把防治非典工作作为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一件

大事，切实抓紧抓好”[18]。当前，习近平亲自指挥抗击“新冠”的战役，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19]。事实上，新冠疫情中出现的各种社会撕裂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社会不平

等而致，消除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将增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信任。 

5. 结论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现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但是并没有改变全球必须联合

应对公共卫生威胁的基本认知。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发达都无法独善其身，即便关起国门独自应对疫

情也无法避免产业链断链和他国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按下了全球化的暂停键，引发

我们对未来全球化走向的沉思，而不是开启了逆全球化的大门。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初衷是为全人类谋

取高水平的健康服务，制定《国际卫生条例》也是为了降低公共卫生问题对全球的影响，提高应对中的

国际合作与协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为世界卫生组织主导下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提供了变革的方向。 
增进信任，落实责任，应是未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双重指针。一方面，信任在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体系中弥足珍贵。面对新型疾病，预防和治疗手段的不足，救治中的物资不足，都可以通过加

快研发和非疫区扩大生产来进行弥补，不同国家、不同人种、不同阶级之间的撕裂却无法快速修复。在

一个全球多元参与的立体抗疫体系中，信任的缺失对体系的有效性是致命打击。另一方面，信任需要在

具体制度中落实为可以执行的责任。如果说信任是形而上层面的，那么责任就是形而下层面的。相互信

任有助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落实责任则在于人类健康卫生责任共同体的夯实。在综合分析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中各类行为体的能力后，建立统一或可以互换的标准，完善监督评价体系，将责任压实在

肩，才能保证治理的具体效果，并进一步增进信任。 
总之，变革是为了进步而不是后退，是为了团结而不是分裂。各自为政和相互指责不仅无法解决问

题，而且会将世界推向更危险的明天。孤立主义无法改变当今世界高度相互依存的现实，共同的威胁无

法避免，相互的利益无法斩断。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既是理念又是现实，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体系也应在此频度上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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